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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ꎬ 员工对幸福的追求与企业建设幸福型组织被

视为提升员工敬业度的关键路径ꎮ 然而ꎬ 以往研究尚未关注个体追求幸福的动机和组织实

施的幸福管理如何提升员工敬业度ꎮ 因此ꎬ 本文探究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个体幸福取

向对员工敬业的直接影响和交互效应ꎬ 能够丰富员工敬业的前因ꎬ 并对组织设计精准化的

人力资源管理干预措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ꎮ 本文基于 ６８ 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

与 ６０４ 名员工的配对调查数据ꎬ 开展以下研究: 将快乐取向、 专注取向和意义取向视为幸

福取向的类别构成型指标ꎬ 分别检验其对工作敬业的预测效度ꎻ 揭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

理是否对员工的组织敬业产生影响ꎻ 考察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在三类幸福取向和工作敬

业之间的调节作用ꎬ 以及三类幸福取向分别在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敬业之间的边

界效应ꎮ 结果表明: 幸福取向框架中意义取向与专注取向正向预测工作敬业ꎬ 快乐取向则

负向预测工作敬业ꎻ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直接促进员工的组织敬业ꎬ 但是不能激活三种

幸福取向对工作敬业的有效预测ꎻ 幸福取向框架中意义取向能增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对组织敬业的驱动效应ꎬ 然而快乐取向和专注取向均不能调节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ꎮ 基于

以上结论ꎬ 提出如下管理启示: 坚持长期主义的稳健型企业在员工甄录时应将幸福取向纳

入选拔或职位匹配的标准范畴ꎬ 优先录用意义取向或专注取向的候选人ꎻ 数字时代的企业

应以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为突破口ꎬ 有效激发员工主动建构与组织的互利关系ꎻ
企业围绕成长发展、 共创共享和民主协商实施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ꎬ 能够对赢得意

义取向员工的组织敬业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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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ꎬ 我国正处于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ꎬ 员工关注对幸福的追求ꎬ 企业则关注员工敬业度ꎮ
提升和保持员工敬业度是企业取得经营绩效或创新绩效的助推器ꎬ 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本源所在ꎮ
员工敬业本质上是个体在特定的组织角色中的心理投入程度ꎬ 涵盖生理投入、 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

(Ｋａｈｎꎬ １９９０)ꎬ 被细分为指向工作角色的工作敬业和指向组织成员角色的组织敬业(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ꎮ
其中ꎬ 工作敬业是员工自我和工作角色之间结合的程度(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ꎬ 表现为一种与工作相关的情

感与认知状态ꎬ 包括充满活力、 热情、 专注和奉献(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等ꎬ ２００２)ꎬ 成为衡量员工工作态度的

重要指标ꎻ 组织敬业则是员工自我和组织成员角色之间结合的程度ꎬ 表现为一种与组织相关的心理

状态ꎬ 涉及生理投入、 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ꎬ 被视为描述组织与员工之间关系的评价

指标(Ｅｌｄｏｒ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ꎬ ２０１７)ꎮ 然而ꎬ 员工的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均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

(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ꎮ 因此ꎬ 探究如何促进员工的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成为学者和管理者关注的话题ꎮ
已有研究从个体、 领导和组织层面考察了组织敬业和工作敬业的前因ꎮ 关于如何驱动工作敬业ꎬ

学术界主要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Ｂａｋｋｅｒꎬ ２０１７): 前者关注组织与领导因素ꎬ 如高绩

效工作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 ＡＭＯ 框架、 变革型领导(Ｂａｋｋｅｒꎬ ２０１７ꎻ Ｃｏｏ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Ｍａｌｉｋ ａｎｄ Ｌｅｎｋａꎬ ２０１９ꎻ Ｍａｌｉｋ ａｎｄ Ｇａｒｇꎬ ２０２０)ꎬ 并基于工作需求—资源模型进行解释ꎻ 后者则聚焦

个体内在特征ꎬ 既包括心态、 灵性、 大五人格等具体人格特质(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ꎬ 也涵盖心理资

本、 自我效能感等宽泛心理构念(Ｓｏｎｉ ａｎｄ Ｒａｓｔｏｇｉꎬ ２０１９)ꎬ 主要以自我决定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为支

撑ꎮ 与工作敬业相比ꎬ 组织敬业的驱动因素尚未得到同等重视ꎮ 现有少量研究主要基于社会交换或

社会认同理论ꎬ 从组织支持、 组织公平、 企业社会责任及组织结构与氛围等因素切入探讨其对组织

敬业的作用(Ｋｕｎｄｕ ａｎｄ Ｌａｔａꎬ ２０１７)ꎬ 普遍忽略人力资源管理在其中可能扮演的关键角色ꎮ 甚至部分

学者尝试将工作敬业与组织敬业纳入同一分析框架ꎬ 探究二者的交叉前因ꎬ 如工作特征、 真实型领

导与员工政治技能ꎬ 但研究结论存在显著分歧 ( 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ꎻ Ｂａｓｉｔꎬ ２０２０ꎻ Ｒａｉ ａｎｄ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ꎬ
２０２１)ꎮ 此外ꎬ 员工敬业本质上是个体内在特质与环境因素交互的结果ꎬ 这一特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同

时考察二者的协同效应ꎮ 然而ꎬ 以往的研究多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分别探究员工敬业的前因ꎬ 仅

有少量文献关注二者对工作敬业或组织敬业的交互影响(Ｂｏｏｎ 和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 ２０１４ꎻ 黄泽群等ꎬ ２０１９ꎻ
康飞等ꎬ ２０１９ꎻ 闫艳玲等ꎬ ２０１９ꎻ 施丹等ꎬ ２０２０ꎻ Ｉｑｂａｌ 等ꎬ ２０２４)ꎮ

顺应员工对幸福的普遍追求ꎬ 企业创建幸福型组织不仅是对共同富裕理念的积极实践ꎬ 更是激

发员工敬业度的关键路径ꎮ 因此ꎬ 从幸福视角深入探究其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ꎮ 以往

研究虽然发现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的前因存在部分交叉重叠ꎬ 但对二者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和驱动

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前者主要受个体特质与工作特征(如任务复杂性、 技能多样性)影响ꎬ 后者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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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依赖于组织层面的制度设计 (如人力资源管理政策、 领导支持系统) ( 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ꎻ Ｒａｉ ＆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ꎬ ２０２１)ꎮ 然而ꎬ 这些研究尚未关注个体追求幸福的动机如何影响其工作敬业ꎬ 以及组织

实施幸福管理对提升组织敬业的作用ꎮ 在个体层面ꎬ 由于其动机的差异ꎬ 员工对幸福的本质和体验

的信念、 看法也有所不同ꎬ 存在快乐取向、 意义取向和专注取向三类幸福追求 ( Ｓｃｈｕ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ꎬ ２０１０)ꎮ 由于个体差异和环境差异ꎬ 某种幸福取向在特定的时间或空间内会占据主导地位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Ｚｅｎｇꎬ ２０２１)ꎬ 深刻反映个体对幸福的价值观、 动机与目标(Ｒｉｃ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ｎｅｃｋｅꎬ ２０２１)ꎬ
进而影响员工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工作ꎬ 因此ꎬ 其理应被视为工作敬业的重要潜在动因ꎮ 但现

有研究多聚焦于幸福取向对生活领域幸福体验的影响(Ｇｉｕｎｔｏ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ꎬ 仅有少数研究将其引入

工作场景ꎬ 并初步证实其可通过满足心理需求提升工作满意度(Ｓｗａｒｔ ＆ Ｒｏｔｈｍａｎｎꎬ ２０１２)、 角色绩效

(Ｓａｔｔａ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与职业认同(Ｈｉｒｓｃｈｉꎬ ２０１１)ꎬ 或通过增强适应能力缓解工作压力(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３)ꎮ 遗憾的是ꎬ 主导幸福取向如何转化为工作敬业鲜有研究ꎬ 对二者之间的可能联系也知之甚

少ꎮ 在组织层面ꎬ 区别于以高绩效工作系统为代表的传统人力资源管理范式———其核心在于提升员

工与工作角色的契合度ꎬ 新兴的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将重心转向员工的整体幸福感ꎬ 旨在构建组

织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共生关系(Ｇｕｅｓｔꎬ ２０１７ꎻ 陈建安等ꎬ ２０２４)ꎮ 从理论上看ꎬ 该范式更可能成为驱

动组织敬业的关键因素ꎮ 然而ꎬ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该范式对组织绩效、 员工创新行为及幸福感等方

面的影响(Ｃｏｏｐ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 Ｈａｕｆｆ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Ｓａｌａｓ￣Ｖａｌｌｉｎ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０ꎻ 陈建安等ꎬ ２０２４)ꎬ 鲜

少探讨其与组织敬业的潜在关联ꎮ
综上分析ꎬ 本文考察个体幸福取向和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敬业的影响ꎬ 理论模型如图 １

所示ꎮ 具体而言: (１)将快乐取向、 专注取向和意义取向视为幸福取向的类别构成型指标ꎬ 分别检验

其对工作敬业的预测效度ꎻ (２)检验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是否对员工的组织敬业产生影响ꎻ (３)考
察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在三类幸福取向和工作敬业之间的调节作用ꎬ 以及三类幸福取向分别在幸

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敬业之间的边界效应ꎮ

图 １　 理论模型

潜在贡献在于: 第一ꎬ 积极响应 Ｓａｋｓ(２００６)对丰富员工敬业前因的呼吁与 Ｒａｉ 和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
(２０２１)对丰富组织敬业前因探究的倡议ꎬ 揭示个体的三种幸福取向分别对工作敬业的影响和幸福导

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影响ꎬ 从幸福心理学视角的个体特质与管理实践丰富员工敬业的前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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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突破传统单层次研究局限ꎬ 从“个体－组织”跨层次交互视角揭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在三类

幸福取向与工作敬业间的边界效应ꎬ 以及三类幸福取向在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敬业间的调

节机制ꎬ 为如何驱动员工敬业提供“个体－组织”整合框架ꎬ 对组织设计精准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干预措

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ꎮ

２􀆰 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２􀆰 １　 幸福取向与工作敬业

对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是员工的天然本性ꎬ 然而幸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多元化构念ꎮ 不同的员工

围绕自身诉求来定义幸福ꎬ 可能对幸福赋予不同的内涵意义及对幸福各维度赋予不同的重视程度ꎬ
因而存在多元化的幸福取向ꎮ Ｓｃｈｕｅｌｌｅｒ 和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２０１０)描绘了追求幸福的三种取向框架: 快乐取

向、 意义取向和专注取向ꎮ 快乐取向强调个体以寻求即时的感觉满足来获取享乐ꎻ 专注取向强调个

体以专心投入于一项活动来获取“心流”体验ꎻ 意义取向强调个体以从事既能发挥自身潜能又能带来

有意义的活动来获取自我价值的实现(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Ｇｒ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快乐取向和意义取

向分别根植于哲学领域的享乐论和实现论ꎬ 专注取向则根植于积极心理学的“心流”理论ꎮ 与快乐取

向的感官愉悦不同ꎬ 心流产生的当下是非情绪化的和无意识的ꎮ 特质激活理论认为ꎬ 人格特质是决

定个体态度与行为的主要因素(Ｔｅｔｔ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ꎬ ２００３)ꎮ 由此推断ꎬ 三类幸福取向作为个体幸福追求

的核心维度ꎬ 直接映射了员工的心理动机和认知模式ꎬ 能够预测员工对待工作的态度(Ｓｃｈｕ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ꎬ ２０１０)ꎮ

快乐取向的人以 “趋利避害”为行为准则ꎬ 强调以寻求即时的感觉满足来获取享乐(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Ｇｒ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并将感官享乐视为至上追求ꎬ 即最大化感官愉悦和最小化痛苦体验

(Ｇｉｕｎｔｏ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一方面ꎬ 快乐取向引导员工关注当下的工作舒适感ꎬ 进而表现回避应对

(Ｇｉｕｎｔｏｌ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具体来说ꎬ 快乐取向引导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寻求积极情绪体验的活动ꎬ 例

如ꎬ 平衡工作与生活ꎬ 开展兴趣爱好活动ꎬ 享受闲暇ꎻ 并且主动回避消极情绪体验的活动ꎬ 比如工

作压力和额外任务ꎮ 另一方面ꎬ 快乐取向引导员工关注自我ꎬ 趋向于利己的积极应对ꎮ 如果工作任

务不能带给他们感官上即时的愉悦感受和积极情绪ꎬ 或者带来巨大压力等消极情绪体验ꎬ 就会引发

倦怠ꎬ 进而降低工作敬业ꎮ 以往有研究发现ꎬ 经历过快乐的员工往往心理健康状况更好ꎬ 但是追求

快乐的人心理健康状况往往更差ꎬ 例如ꎬ 更多的抑郁(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由此推断ꎬ 快乐取向并不

能有效预测员工的工作敬业ꎬ 甚至抑制工作敬业ꎮ 基于此ꎬ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ａ: 快乐取向与工作敬业负相关ꎮ
意义取向强调个体不仅追求工作满意度ꎬ 更注重追寻具有价值感的工作以实现自我意义(Ｈｕｔａ

ａｎｄ Ｒｙａｎꎬ ２０１０)ꎮ 对意义取向者而言ꎬ 工作本质上是获得社会认可与自我实现的载体ꎬ 其幸福感源

于目标达成与意义实现的双重满足ꎮ 这种取向通过两方面影响工作敬业: 认知方面ꎬ 意义取向引导

员工关注当下和未来诉求的平衡ꎬ 主动发掘任务背后的深层价值(Ｈｉｒｓｃｈｉꎬ ２０１１)ꎮ 具有强烈自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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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需求的员工会持续拓展工作意义边界ꎬ 这种意义感产生的认同效应显著提升工作投入度ꎮ 行为方

面ꎬ 意义取向引导员工把注意力聚焦到目标上ꎬ 进而增强自我管理(Ｚｅ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ｎꎬ ２０２０)ꎮ 自我管

理有助于员工获得更多的工作资源ꎬ 例如ꎬ 技能多样性、 反馈和发展机会ꎮ 资源丰裕的员工在工作

中表现得更敬业(Ｂｒｅｅｖａａ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４)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意义取向者在工作过程中将焦虑、 烦恼和

压力等负性情绪视为实现幸福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 从而积极乐观地对待工作中的挑战和困难ꎮ
综合上述分析ꎬ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ｂ: 意义取向与工作敬业正相关ꎮ
专注取向是基于“心流”体验提出的第三条追求幸福的路径ꎬ 关注心流产生带来的时间流逝感以

及在事后回味时产生的精神愉悦(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Ｇｒ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ꎮ “心流”被定义为一个

人在活动中完全投入的状态ꎬ 甚至达到忘我的程度(Ｒｉｃｈ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ｕｎｅｃｋｅꎬ ２０２１)ꎮ 这种“心流”体验的

出现往往来自任务或活动本身ꎬ 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内在动机ꎬ 如由于专注工作体验到的享受或热爱ꎬ
与工作结果的好坏无关ꎮ 此时ꎬ 员工的积极情绪并不是刻意的追求ꎬ 而是伴随“心流”自然而然地出

现ꎮ 在工作中处于这种状态的员工会体验到对工作任务高度的控制感、 时间感的丧失和注意力的高

度集中ꎮ 因此ꎬ 专注取向的员工选择性地关注那些能给自身带来巅峰体验的工作或活动ꎬ 而不是工

作投入会给自己或者组织带来的影响ꎮ 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促使持专注取向的员工将资源、 时间等配

置在满足自身“心流”体验的工作或活动ꎮ 由此推断ꎬ 专注取向指引员工由于追求“心流”体验而聚

焦、 沉浸于工作ꎬ 进而对工作表现更高的敬业ꎮ 基于此ꎬ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ｃ: 专注取向与工作敬业正相关ꎮ

２􀆰 ２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在幸福取向与工作敬业之间的调节效应

幸福取向是个体对幸福的本质、 体验的信念和评判ꎬ 能够指引人们追求幸福的相关行为ꎮ 然而ꎬ
特质激活理论认为ꎬ 工作场所的个体特质和权变的情境共同作用于个体的行为选择ꎬ 个体特质能否

被激活取决于组织情境中是否提供特质关联线索ꎬ 环境线索能够唤醒与之相匹配的特质ꎬ 进而达成

特定行为(Ｔｅｔｔ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ꎬ ２００３)ꎮ 遵循特质激活理论的观点ꎬ 幸福取向需要在特定的组织情境中才

能被激活ꎬ 与组织情境交互作用于工作敬业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双重性ꎬ 既提供实实在在

的有形福利ꎬ 也在组织内部塑造出一种支持和关爱氛围(Ｇｕｅｓｔꎬ ２０１７)ꎮ 这种支持和关爱氛围通过丰

富的工作场所环境有助于个人心理资源的提升ꎬ 例如ꎬ 乐观、 自我效能、 自尊(Ｂａｋｋｅｒꎬ ２０１７)ꎮ 由

此推断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能够为幸福取向的表达提供激活线索ꎬ 强化或抑制其转化为工作

敬业ꎮ
快乐取向的人以追求即时愉悦为核心动机ꎬ 倾向于选择低挑战性、 高即时回报的任务ꎬ 如轻松

的工作内容ꎮ 然而ꎬ 心理学研究表明ꎬ 过度重视快乐可能引发“快乐悖论”———个体对快乐的执着反

而会降低实际愉悦体验(Ｍａｕｓｓ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ꎮ 尤其是当快乐触手可及时ꎬ 重视快乐可能会导致个体

不那么快乐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通过营造支持性环境和关怀氛围ꎬ 虽能提升员工整体幸福感ꎬ
却可能意外强化快乐取向的负面效应: 在和谐愉悦的组织情境中ꎬ 快乐取向员工更易将注意力集中

于短期享乐(如社交互动、 休闲活动)ꎬ 而非需要长期投入的工作敬业ꎮ 这种情境作为“特质表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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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激活了快乐取向者固有的享乐偏好ꎬ 这与组织要求的敬业目标产生冲突ꎮ 基于此ꎬ 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２ａ: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负向调节快乐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影响ꎬ 即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越

强ꎬ 快乐取向对工作敬业的消极影响就越强ꎮ
意义取向的员工具有独特的价值追求特征: 他们重视工作的深层意义、 真实性和目的性ꎬ 倾向

于通过技能提升和长远目标实现自我成长ꎬ 而非追求即时满足ꎮ 这种幸福取向使该类员工具备更清

晰的自我认知、 更高的自我效能感ꎬ 并表现出更强的挑战意愿ꎮ 依据特质激活理论(Ｔｅｔｔ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ꎬ
２００３)ꎬ 意义取向作为一种动机性的人格特质ꎬ 需依赖特定情境线索(如工作挑战、 意义探索空间)的
激活才能驱动工作敬业的产生ꎮ 然而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通过提供完善的人文关怀ꎬ 营造出高

支持、 低压力的组织环境ꎬ 这种情境恰恰消除了意义取向者建构工作意义所必需的关键要素ꎬ 如问

题解决、 逆境应对等挑战性体验ꎮ 因此ꎬ 在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组织中ꎬ 意义取向对工作敬业

的正向预测作用被显著弱化ꎮ 由此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ｂ: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负向调节意义取向对工作敬业的正向影响ꎬ 即幸福导向人力资源

管理越强ꎬ 意义取向对工作敬业的积极影响就越弱ꎮ
专注取向的核心特征是通过“心流”体验实现工作沉浸ꎬ 其产生需同时满足四大条件: 高技能和

高挑战性的结合、 投入全部注意力、 清晰的目标以及即时反馈ꎮ 一方面ꎬ 专注取向的员工虽然有追

求“心流”的内在需求ꎬ 为工作敬业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ꎬ 但是工作敬业的产生受到更多因素的干扰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为专注取向之人创造了“心流”触发条件ꎬ 从而促进专注取向对工作敬业的有

效预测ꎮ 另一方面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的全方位关怀能够使员工产生一种心理安全ꎬ 解决

专注取向之人的后顾之忧ꎮ 将身心投注在工作任务之中ꎬ 可能带来孤独感和以自我为中心ꎬ 甚至精

神消耗ꎮ 之后ꎬ 因为工作压力和心理困扰ꎬ 他们可能感到很难集中精力ꎮ 只有在心理安全和具有挑

战性目标的工作之中ꎬ 专注取向的人才更容易获得“心流”体验ꎮ 例如ꎬ “心流”体验一般会出现在玩

游戏过程中ꎬ 是因为玩游戏提供一种即使犯错也不会受到现实惩罚的安全状态ꎬ 并且打怪升级充满

挑战ꎮ 因此ꎬ 当专注取向的员工感知到组织提供的支持性资源(如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时ꎬ 其敬

业度表现会显著增强ꎬ 并更易在工作任务中进入“心流”状态ꎮ 由此ꎬ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ｃ: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正向调节专注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影响ꎬ 即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越

强ꎬ 专注取向对工作敬业的积极影响就越强ꎮ

２􀆰 ３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

关于员工与组织的关系ꎬ Ｔｓｕｉ 等(１９９７)提出了以期望贡献和提供诱因为基础的四维模型ꎬ 将雇

佣关系划分为相互投资型、 准契约型、 过度投资型和投资不足型四类ꎮ 该模型虽然考虑员工的利益ꎬ
但是依然从雇主的单一视角出发强调组织与员工双方的均衡和交换ꎬ 并没有考虑员工的看法及其在

关系建构中的主动性ꎮ 后来ꎬ Ｅｌｄｏｒ 和 Ｖｉｇｏｄａ￣Ｇａｄｏｔ(２０１７)从员工视角重新审视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关

系ꎬ 依据员工对雇主的义务程度和员工认为自己对这种关系的活跃程度两个维度提出了员工与组织

关系二维模型ꎮ 该模型认为ꎬ 区别于心理契约和心理授权ꎬ 员工的组织敬业代表一种员工高水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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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和互惠交易导向的员工和组织互利关系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由 Ｇｕｅｓｔ(２０１７)最早提出ꎬ 由投资于员工、 提供激励性工作、 创造积极社

交和物理环境、 支持员工建言以及组织支持五个维度构成ꎮ 然而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对

情境敏感的构念ꎬ 在东西方情境下存在差异ꎮ 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ꎬ 将

其作为促进员工敬业的关键手段ꎮ 中国情境下的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遵循儒家文化中的“仁、 义、
礼、 智、 信”理念ꎬ 由成长发展 、 共创共享、 人文关怀和民主协商四个维度构成ꎬ 对员工进行全面

关怀和支持(陈建安等ꎬ ２０２４)ꎮ 不管是西方情境下的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ꎬ 还是中国情境下的幸

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ꎬ 人性关怀是核心逻辑点ꎮ 与西方情境下的人性关怀不同ꎬ 中国情境下这种全

方位的关怀和支持不仅限于工作场所之中的关怀ꎬ 也会扩及工作场所之外的员工私人问题ꎮ 第一ꎬ
这些人性化的支持性环境能够提升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和组织支持感(Ｋｕｎｄｕ ａｎｄ Ｌａｔａꎬ ２０１７)ꎮ 例如ꎬ
组织为员工提供建言的相关机制和机会ꎬ 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重视和公平对待ꎻ 建立良好的组织声

誉和外部形象ꎬ 能够促进员工认为管理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支持ꎮ 第二ꎬ 这些全方位的关怀使员工

感受到组织的人情味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为员工提供实实在在的有形福利和无形支持ꎬ 传达一

种组织对员工的特殊重视和关爱程度ꎮ 这种组织重视和关爱能够使员工感受到组织的人情味ꎮ 社会

交换理论认为ꎬ 在社会活动中基于彼此间相互交往所形成的社会关系都是交换关系ꎬ 社会交往中的

利益交换通常是一种自愿行为ꎬ 并且这种行为遵循平衡互惠原则———人际交往中双方基于预期回报

而建立并维持交换关系的核心规范ꎮ 进一步遵循社会交换理论的互惠原则ꎬ 组织公平感和组织支持

感均能有效预测员工的组织敬业(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ꎬ 尤其是员工对富有人情味的企业会怀有一份难以言

表的眷念ꎬ 将自己视为组织中的一员ꎮ 基于上述分析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正相关ꎮ

２􀆰 ４　 幸福取向在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之间的调节效应

依据社会交换理论ꎬ 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会权衡付出与回报的比例ꎬ 这种评估与个体特质、 过去

经历等密切相关(Ｂｌａｕꎬ １９９４)ꎮ 在此互动过程中ꎬ 员工在充分认识个体心理需要和情境的基础之上

对付出与回报做出权衡ꎬ 产生义务感进而回报组织ꎮ 员工对组织实施的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感

知与解读ꎬ 自然会受人格特质、 动机等个体因素的影响ꎮ 幸福取向强调个体围绕自身诉求来理解幸

福ꎬ 三种幸福取向蕴含着个体追求幸福的三种不同动机ꎮ 由于动机的差异ꎬ 三种幸福取向的人对于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ꎬ 具有一定的心理偏好ꎮ
快乐取向的核心是关注当下即时满足和感官享受来获取积极情绪体验ꎬ 甚至将快乐等同于持续

的幸福感(Ｇｅｎｔｚ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９)ꎮ 这种特质使得员工对组织提供的愉悦感支持更为敏感ꎮ 幸福导向人

力资源管理提供的全方位支持和关爱能够满足高快乐取向员工的即时愉悦需求ꎮ 因此ꎬ 对高快乐取

向的员工而言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更容易使其对组织更敬业ꎮ 由此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ａ: 快乐取向正向调节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的关系ꎬ 即快乐取向越高ꎬ 幸福导向

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影响越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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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义取向的员工来说ꎬ 工作本身不再被视为一种经济生计ꎬ 而是成为分享和融合相似价值

观和信仰的关键环境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遵循“以员工为中心”的理念ꎬ 对员工进行多方位关怀ꎬ
关注员工在工作场所的整体感受ꎬ 包括打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鼓励员工参与公益活动ꎮ 这些举措使

意义取向的员工感觉受到组织的重视和关注ꎬ 更觉得企业是一个充满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组织ꎬ 进

而对企业形成更积极的看法和拥有自豪感ꎮ 因此ꎬ 对高意义取向的员工而言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

理使其对组织更敬业ꎬ 更愿意留在组织并实现自我价值ꎮ 由此ꎬ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ｂ: 意义取向正向调节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的关系ꎬ 即意义取向越高ꎬ 幸福导

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影响越强ꎮ
专注取向的核心是关注工作本身的刺激和突破自我的挑战ꎬ 但是依据“心流”触发须满足的条件ꎬ

技能水平和挑战难度的匹配及注意力的驾驭是至关重要的ꎮ 为了进入“心流”状态ꎬ 高专注取向的员

工会寻找适合自己的挑战性任务ꎬ 不断在任务挑战与技能水平之间实现平衡ꎮ 如果工作的挑战性远

远超过他们的能力水平ꎬ 他们就会产生焦虑ꎻ 反之ꎬ 则容易感觉到厌烦ꎮ 由此推断ꎬ 高专注取向的

员工偏好提升技能和自主权的人力资源管理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提供的成长发展和民主协商与

高专注取向者的胜任需要和自主需要是高度契合的ꎮ 因此ꎬ 对高专注取向的员工而言ꎬ 幸福导向人

力资源管理容易使其对组织更敬业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 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ｃ: 专注取向正向调节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的关系ꎬ 即专注取向越高ꎬ 幸福导向

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影响越强ꎮ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本研究采用配对方式开展问卷调查ꎬ 每一套调查问卷由 １ 份企业问卷和若干份员工问卷构成:
企业问卷由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填写ꎬ 包括企业基本信息、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ꎻ 员工问

卷则由员工自评ꎬ 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 类亲情交换、 三类幸福取向、 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ꎮ 由于

特质视角的三种幸福取向是相对稳定的ꎬ 本研究采用由被试在单一时点评价自己的三类幸福取向、
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的做法是合适的ꎮ 为了确保配对有效性ꎬ 首先在每家受访企业中联系一名人力

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ꎬ 委托其负责问卷的发放和密封寄回ꎮ 然后ꎬ 采用纸质发放和微信发放两种

方式ꎮ 在调查启动之前ꎬ 研究组人员向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说明研究目的和操作过程ꎬ 并提

出如下要求: 员工填写完毕之后将问卷装入信封内ꎬ 并密封提交给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ꎬ 或

者委托他们将电子问卷的链接通过微信平台推送给被试ꎮ 此次研究共发放 ８５ 份企业问卷和 ８２３ 份员

工问卷ꎬ 回收 ６８ 份企业问卷和 ７１７ 份员工问卷ꎮ 将缺失项过多、 测谎题作答不一致和连续作答相同

项 ６ 个以上的问卷剔除ꎬ 最终得到 ６８ 份有效企业问卷和配对的 ６０４ 份有效员工问卷ꎮ 有效员工问卷

回收率达 ７３􀆰 ３９％ꎬ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 １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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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员工样本特征分布

变量 属性 频率(人) 百分比 变量 属性 频率(人) 百分比

职位级别

年龄

基层员工 ５４２ ８９􀆰 ７４％
中层管理者 ５４ ８􀆰 ９４％
高层管理者 ８ １􀆰 ３２％
２５ 岁及以下 ５８ ９􀆰 ６０％
２６~３０ 岁 ２３５ ３８􀆰 ９１％
３１~３５ 岁 ２０１ ３３􀆰 ２８％

３６ 岁及以上 １１０ １８􀆰 ２１％

性别

企业类型

男 ２５７ ４２􀆰 ５５％
女 ３４７ ５７􀆰 ４５％

国有企业 ７６ １２􀆰 ５８％
民营企业 ４５４ ７５􀆰 １７％
外资企业 ５４ ８􀆰 ９４％
合资企业 １５ ２􀆰 ４８％

其他 ５ ０􀆰 ８３％

工作年限

少于 １ 年 ５２ ８􀆰 ６１％
１~５ 年 ２８０ ４６􀆰 ３６％
６~１０ 年 ２１１ ３４􀆰 ９３％

１１ 年及以上 ６１ １０􀆰 １０％

企业规模

小于 ２０ 人 ４８ ７􀆰 ９５％
２０~３００ 人 ２６３ ４３􀆰 ５４％

３００~１０００ 人 １７６ ２９􀆰 １４％
１００１ 人及以上 １１７ １９􀆰 ３７％

３􀆰 ２　 变量测量

除人口特征和组织特征的控制变量之外ꎬ 对所有变量的测量均采用李克特 ５ 点式计分法进行

评价ꎮ
(１)幸福取向(ＯＷ)ꎮ 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等(２００５)编制的幸福取向量表ꎬ 由快乐取向(ＰＯ)、 意义取

向(ＭＯ)和专注取向(ＥＯ)３ 个维度的 １８ 个题项构成ꎮ 该量表是用于对 ３ 种幸福取向进行主观评估的

工具ꎬ 在西方情境的研究中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特性ꎮ 其中ꎬ 快乐取向的测量由 ６ 个题项构成ꎬ
如“我同意这种说法: 人生苦短ꎬ 及时行乐” “选择做什么事情时ꎬ 我总是考虑那是否会让我感到愉

快”ꎻ 专注取向的测量由 ６ 个题项构成ꎬ 如“我寻找能挑战我的技能和能力的环境”“无论是工作还是

娱乐ꎬ 我通常希望很专注忘我”ꎻ 意义取向的测量由 ６ 个题项构成ꎬ 如“在选择做什么事情时ꎬ 我总

是考虑这是否对别人有意义”ꎮ
(２)工作敬业(ＷＥ)ꎮ 国内研究对工作敬业的测量普遍采用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 等(２００２)的 ＵＷＥＳ 量表ꎬ 该

量表强调个体对工作的主观心理体验ꎬ 描述“如何感受工作”ꎮ 但是ꎬ Ｓａｋｓ(２００６)对员工敬业的内涵

界定独特ꎬ 首次将其区分为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ꎬ 并据此开发了相应的测量量表ꎮ 该量表突出认知、
情感、 行为多维指标ꎬ 解释“为何投入工作或组织”ꎮ 因此ꎬ 本研究沿袭 Ｓａｋｓ(２００６)对员工敬业的内

涵界定ꎬ 以其编制的员工敬业量表中工作敬业维度的分量表来测量工作敬业ꎮ 该分量表由 ５ 个题项

构成ꎬ 例如ꎬ “我对目前从事的工作非常投入”“我工作的时候经常走神ꎬ 总是想着其他的事情(反向

计分)”ꎮ
(３)组织敬业(ＯＥ)ꎮ 与工作敬业的测量工具相比ꎬ 组织敬业的相关测量量表则比较有限ꎮ 本研

究采用 Ｓａｋｓ(２００６)编制的员工敬业量表中组织敬业维度的分量表来测量组织敬业ꎮ 该分量表由 ６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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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构成ꎬ 例如ꎬ “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让我很兴奋” “我真的对公司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兴趣

(反向计分)”ꎮ
(４)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ＷＨＲＭ)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自从被提出以来ꎬ 涌现了 Ｇｕｅｓｔ

(２０１７)的五维框架、 Ｃｏｏｐｅｒ 等(２０１９)的六维框架和 Ｓａｌａｓ￣Ｖａｌｌｉｎａ 等(２０２０)的四类组合ꎮ 这些研究对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测量题项是借鉴或改编了高绩效工作系统等相关构念的量表ꎬ 没有按照规

范的流程开发量表ꎮ 因此ꎬ 本研究采用陈建安等(２０２４)开发的中国情境下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四

维度框架量表ꎮ 四个维度分别是成长发展 、 共创共享、 人文关怀和民主协商ꎬ 由 １９ 个题项构成ꎮ 题

项举例如“举办多样化培训活动”“提供多元化的激励形式”“重视员工身体健康”“鼓励和重视员工建

言”和“鼓励员工参与公益”ꎮ
(５)控制变量ꎮ 参考相关研究ꎬ 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ꎬ 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选择性别、 年龄、 职

位及工作年限ꎻ 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选择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ꎮ 此外ꎬ 影响员工敬业的组织因素涉

及软硬环境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属于硬环境因素ꎬ 组织塑造的文化氛围属于软环境ꎬ 例如ꎬ 苏

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和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等幸福型企业的“家文化”ꎮ 立足于中国企业情

境下提出来的类亲情交换理论认为ꎬ 员工和组织之间以满足彼此需求为导向ꎬ 以不图回报、 不计得

失的行为维系一体化关系(朱苏丽等ꎬ ２０１５)ꎮ 类亲情交换氛围是组织主动建构的软环境ꎬ 蕴含着“家
文化”的理念ꎬ 可能会干扰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机制ꎮ 因此ꎬ 将类亲情交换氛围(ＦＬＥ)纳入

组织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ꎬ 类亲情交换氛围的测量采用朱苏丽等

(２０１５)开发的类亲情交换量表ꎬ 题项举例如“只要单位需要ꎬ 我会努力为它付出” “我为单位尽心尽

力地工作ꎬ 因为我的发展和单位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ꎮ 该量表由员工做出评价ꎬ 然后聚合到组织

层面的类亲情交换氛围ꎮ 聚合的相关拟合指标如下: Ｒｗｇ( ｊ)的平均数为 ０􀆰 ８６９ꎬ 最小值为 ０􀆰 ５５４ꎬ 均

大于组内一致度 ０􀆰 ５０ 的临界值ꎻ ＩＣＣ(１)＝ ０􀆰 ２５６ꎬ 大于临界值 ０􀆰 ０５ꎻ ＩＣＣ(２)＝ ０􀆰 ７５４ꎬ 大于临界值

０􀆰 ７０(Ｃａｓｔｒｏꎬ ２００２)ꎮ 这表明ꎬ 类亲情交换具有较高的组内一致性和组间差异ꎬ 从员工层面聚合到组

织层面是可行的ꎮ

３􀆰 ３　 信效度分析与同源偏差控制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进行信度分析ꎬ 各变量的量表信度都比较高ꎮ 其中ꎬ 幸福取向总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２８ꎬ 意义取向、 快乐取向和专注取向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依次分别为

０􀆰 ８０１、 ０􀆰 ７８７ 和 ０􀆰 ７９６ꎻ 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依次为 ０􀆰 ６４６、 ０􀆰 ８６４ꎻ 幸福导向人

力资源管理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０３ꎻ 类亲情交换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７３ꎮ 国外采用 Ｓａｋｓ
(２００６)量表的相关研究中ꎬ 工作敬业涉及认知、 情感、 行为多维题项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均在 ０􀆰 ６０~
０􀆰 ８０(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ꎮ 因此ꎬ 本研究中工作敬业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仅为 ０􀆰 ６４６ꎬ 虽然小于 ０􀆰 ７０ꎬ 但是

仍然属于可以接受的范畴ꎮ 此外ꎬ 根据 Ｂｒｉｇｇｓ 和 Ｃｈｅｅｋ(１９８６)的研究ꎬ 题项间平均相关系数在 ０􀆰 ２０~
０􀆰 ４０ 也可以说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ꎬ 对工作敬业量表的 ５ 个题项进行进一步的相关分析ꎬ 发现

题项间平均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３６ꎬ 表明该量表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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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Ｍｐｌｕｓ８􀆰 ０ 对研究所涉及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ꎬ 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七因子模型的拟合

指标中c２ / ｄｆ ＝ ３􀆰 １２４ < ５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８ꎬ ＳＲＭＲ ＝ ０􀆰 ０７４ < ０􀆰 １０ꎬ ＣＦＩ ＝ ０􀆰 ８７２ > ０􀆰 ７０ꎬ ＴＬＩ ＝
０􀆰 ８６０>０􀆰 ７０ꎬ 均在可被接受范围之内ꎬ 且明显优于其他六个备选模型ꎮ 这表明各变量之间有较好的

区分效度ꎮ

表 ２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　 　 型 c２ ｄｆ c２ / ｄｆ ＣＦＩ ＴＬＩ ＲＭＳＥＡ ＳＲＭＲ
八因子模型 ( ＰＯꎬ ＭＯꎬ ＥＯꎬ ＷＥꎬ ＯＥꎬ
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ꎬ ＣＭＶ) ２１８９􀆰 ２３１ ６７７ ３􀆰 ２３４ ０􀆰 ８８１ ０􀆰 ８６９ ０􀆰 ０５７ ０􀆰 ０６８

七因子模型 ( ＰＯꎬ ＭＯꎬ ＥＯꎬ ＷＥꎬ ＯＥꎬ
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 ２１２７􀆰 ６１４ ６８１ ３􀆰 １２４ ０􀆰 ８７２ ０􀆰 ８６０ ０􀆰 ０５９ ０􀆰 ０７４

六因子模型 ( ＰＯ ＋ ＭＯꎬ ＥＯꎬ ＷＥꎬ ＯＥꎬ
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 ３０４３􀆰 ２１５ ６８７ ４􀆰 ４３０ ０􀆰 ７９１ ０􀆰 ７７５ ０􀆰 ０７５ ０􀆰 ０７６

五因子模型 ( ＰＯ ＋ ＭＯ ＋ ＥＯꎬ ＷＥꎬ ＯＥꎬ
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 ３２２３􀆰 ２２１ ６９２ ４􀆰 ６５８ ０􀆰 ７７５ ０􀆰 ７６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７７

四因子模型 ( ＭＯ ＋ ＥＯ ＋ ＰＯ ＋ ＷＥꎬ ＯＥꎬ
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 ３３０２􀆰 ３９３ ６９６ ４􀆰 ７４５ ０􀆰 ７６９ ０􀆰 ７５４ ０􀆰 ０７９ ０􀆰 ０７７

三因子模型(ＭＯ＋ＥＯ＋ＰＯ＋ＷＥ＋ＯＥꎬ 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 ３６３８􀆰 ０９５ ６９９ ５􀆰 ２０５ ０􀆰 ７３９ ０􀆰 ７２４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９

二因子模型(ＭＯ＋ＥＯ＋ＰＯ＋ ＷＥ＋ＯＥ＋ＦＬＥꎬ
ＷＨＲＭ) ４８１６􀆰 ８８０ ７０１ ６􀆰 ８７１ ０􀆰 ６３５ ０􀆰 ６１４ ０􀆰 ０９９ ０􀆰 ０９６

单因子模型(ＭＯ＋ＥＯ＋ＰＯ＋ＷＥ＋ＯＥ＋ ＦＬＥ＋
ＷＨＲＭ) ６５３３􀆰 ３７４ ７０２ ９􀆰 ３０７ ０􀆰 ４８３ ０􀆰 ４５４ ０􀆰 １１７ ０􀆰 １１２

　 　 注: ＣＭＶ 表示方法潜变量ꎻ ＋表示融合ꎮ

为了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同源误差ꎬ 本研究采用事前的程序控制和事后的统计检验两种方法ꎮ
第一ꎬ 采用程序控制方法ꎮ 在收集数据时ꎬ 通过设计配套问卷获得不同来源的数据: 幸福导向人力

资源管理是由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经理或主管填写ꎬ 幸福取向、 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由员工填写ꎮ
同时ꎬ 所有问卷均为匿名填写ꎬ 并且设置测谎题用以剔除无效问卷ꎬ 从而保证数据质量ꎮ 第二ꎬ 采

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法和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ꎮ 结果显示: 未旋转之前第一个因子解释 ２２􀆰 ０１０％的

变异ꎬ 累计方差解释量为 ６３􀆰 ０６２％ꎬ 第一个因子的解释方差仅占总方差的 ３４􀆰 ９０２％ꎬ 小于临界值

４０％ꎻ 如表 ２ 所示ꎬ 在七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方法因子(ＣＭＶ)后ꎬ 八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并没有

获得显著改善ꎬ 均小于 ０􀆰 ０１(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３)ꎮ 由此判定ꎬ 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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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４􀆰 １　 相关分析

变量的均值、 标准差和相关系数见表 ３ꎮ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 快乐取向与意义取向正相关( ｒ ＝
０􀆰 １０１ꎬ ｐ<０􀆰 ０５)ꎬ 快乐取向与专注取向正相关( ｒ ＝ ０􀆰 １３６ꎬ ｐ<０􀆰 ０１)ꎬ 意义取向与专注取向正相关

(ｒ＝ ０􀆰 ４４２ꎬ ｐ<０􀆰 ０１)ꎮ 三类取向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为 ０􀆰 ４４２ꎬ 说明本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对量表信

度并不构成严重影响ꎮ 关于幸福取向的已有研究表明ꎬ 三种幸福取向之间确实存在高度相关ꎬ 但是

这三种取向是相容且可区分的ꎬ 尤其是三种取向的区分在东西方文化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和必要性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５ꎻ 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Ｚｅｎｇꎬ ２０２１)ꎮ 此外ꎬ 基于西方组织情境的研究发现ꎬ 工作敬业和组

织敬业确实是高度相关的ꎬ 例如ꎬ ｒ ＝ ０􀆰 ６２ꎬ ｐ< ０􀆰 ００１( Ｓａｋｓꎬ ２００６)ꎻ ｒ ＝ ０􀆰 ７０３ꎬ ｐ<０􀆰 ００１(Ｒａｉ ａｎｄ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ꎬ ２０２１)ꎮ 因此ꎬ 工作敬业和组织敬业在本研究中的相关系数偏高( ｒ ＝ ０􀆰 ６５６ꎬ ｐ<０􀆰 ０１)ꎬ
是可以接受的ꎮ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员工层面

１性别 １􀆰 ５７１ ０􀆰 ４９５
２年龄 ２􀆰 ６０２ ０􀆰 ８９２ －０􀆰 ０８０
３职位 １􀆰 １１４ ０􀆰 ３５８ －０􀆰 １０７∗∗０􀆰 ２２１∗∗

４工作年限 ２􀆰 ４６４ ０􀆰 ７９０ －０􀆰 ０６９ ０􀆰 ５１２∗∗ ０􀆰 １２９∗∗

５快乐取向 ３􀆰 ６９０ ０􀆰 ６６３ ０􀆰 １２３∗∗－０􀆰 １７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９７∗

６意义取向 ３􀆰 ９３９ ０􀆰 ５５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８ ０􀆰 １０１∗

７专注取向 ３􀆰 ７６０ ０􀆰 ６０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８ ０􀆰 ０４１ ０􀆰 １３６∗∗ ０􀆰 ４４２∗∗

８工作敬业 ３􀆰 ９１０ ０􀆰 ５１７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４ ０􀆰 ５６５∗∗ ０􀆰 ５８４∗∗

９组织敬业 ３􀆰 ９１０ ０􀆰 ６２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３ ０􀆰 ５１９∗∗ ０􀆰 ５９４∗∗ ０􀆰 ６５６∗∗

组织层面

１０企业性质 ２􀆰 ０４０ ０􀆰 ６２４ －０􀆰 ０８４∗ ０􀆰 ０５２ ０􀆰 １５０∗∗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４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８ －０􀆰 １９５∗∗ －０􀆰 ０７２
１１企业规模 ２􀆰 ５９８ ０􀆰 ８８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３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７ －０􀆰 ２５５∗∗－０􀆰 ２２７∗∗－０􀆰 １８３∗∗－０􀆰 ２０９∗∗０􀆰 １３４∗∗

１２类亲情交换氛围 ４􀆰 ０７４ ０􀆰 ３４８ ０􀆰 ０８３∗ －０􀆰 ０６５ －０􀆰 ２６０∗∗－０􀆰 １０４∗ －０􀆰 ０２６ ０􀆰 ４６９∗∗ ０􀆰 ５１２∗∗ ０􀆰 ４９３∗∗ ０􀆰 ５６０∗∗－０􀆰 １５６∗∗－０􀆰 ３８５∗∗

１３幸福导向人力资

源管理
３􀆰 ９１２ ０􀆰 ５０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９２∗－０􀆰 １３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５４ ０􀆰 ２１６∗∗ ０􀆰 ２９１∗∗ ０􀆰 ２６５∗∗ ０􀆰 ３０９∗∗ －０􀆰 ０９７∗－０􀆰 １８０∗∗０􀆰 ４６０∗∗

　 　 注: ∗∗∗表示 ｐ<０􀆰 ００１ꎻ ∗∗表示 ｐ<０􀆰 ０１ꎻ ∗表示 ｐ<０􀆰 ０５(双侧检验)ꎬ 后同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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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取向( ｒ＝ ０􀆰 ５６５ꎬ ｐ<０􀆰 ０１)、 专注取向( ｒ ＝ ０􀆰 ５８４ꎬ ｐ<０􀆰 ０１)与工作敬业均显著相关ꎬ 快乐取

向( ｒ＝ －０􀆰 ０５４ꎬ ｐ > ０􀆰 ０５)与工作敬业则不显著相关ꎮ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 ｒ ＝ ０􀆰 ３０９ꎬ
ｐ<０􀆰 ０１)、 工作敬业( ｒ＝ ０􀆰 ２６５ꎬ ｐ<０􀆰 ０１)均显著相关ꎮ 总体来看ꎬ 相关分析结果为后续的假设检验提

供了初步基础ꎮ

４􀆰 ２　 假设检验

４􀆰 ２􀆰 １　 以工作敬业为因变量的假设检验

鉴于研究模型涉及员工和组织两个层面的变量ꎬ 本研究采用 ＨＬＭ６􀆰 ０４ 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ꎬ
分析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ꎮ 为了判断实施跨层次分析的可行性ꎬ 将工作敬业的变异分解在员工层次和组

织层次而不引入任何解释变量(即零模型)ꎬ 检验不同组残差变异的显著程度ꎮ 表 ４ 中模型 １ 的结果

显示: τ００ ＝ ０􀆰 ０５４ꎬ χ２(６７)＝ ２４９􀆰 ４０６ꎬ ｐ<０􀆰 ００１ꎮ 通过计算得出 ＩＣＣ(１)＝ ０􀆰 ２０２ꎬ ＩＣＣ(２)＝ ０􀆰 ６９２ꎬ 符

合 ＩＣＣ(１)>０􀆰 ０５９ 的标准(Ｃａｓｔｒｏꎬ ２００２)ꎬ 这说明工作敬业在组间的变异显著ꎬ 占总变异的 ２０􀆰 ２％ꎮ
以上拟合指数表明ꎬ 本研究模型适合进行后续的跨层次分析ꎮ

表 ４ 以工作敬业为因变量的多层次分析结果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截距 ３􀆰 ９６７∗∗∗ ３􀆰 ７５４∗∗∗ ３􀆰 ８４０∗∗∗ ３􀆰 ８４４∗∗∗ ３􀆰 ７７２∗∗∗ ３􀆰 ８０４∗∗∗ ３􀆰 ８６３∗∗∗

控制变量

员工层面

性别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７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年龄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８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职位 ０􀆰 １５４∗∗ ０􀆰 １３３∗∗ ０􀆰 １２１∗∗ ０􀆰 １８９∗∗ ０􀆰 １１７∗∗ ０􀆰 １２３∗∗

工作年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５３ ０􀆰 ０４７
组织层面

企业性质 －０􀆰 １２５∗∗∗ －０􀆰 １１９∗∗∗ －０􀆰 １１８∗∗∗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０∗∗∗

企业规模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３
类亲情交换氛围 ０􀆰 ２７３∗∗∗ ０􀆰 ２７５∗∗∗ ０􀆰 ２６８∗∗∗ ０􀆰 ２５８∗∗∗ ０􀆰 ２５６∗∗∗ ０􀆰 ２６７∗∗∗

自变量

快乐取向 －０􀆰 １０８∗∗ －０􀆰 １０４∗∗ －０􀆰 ０４６
意义取向 ０􀆰 ３０６∗∗∗ ０􀆰 ２７９∗∗∗ ０􀆰 ４４６∗∗∗

专注取向 ０􀆰 ２９６∗∗∗ ０􀆰 ３１９∗∗∗ ０􀆰 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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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调节变量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０􀆰 ０３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３３ ０􀆰 ０２７
跨层交互项

快乐取向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

管理
－０􀆰 ０９４

意义取向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

管理
０􀆰 ０７９

专注取向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

管理
０􀆰 ０５０

方差

组内残差 σ２ ０􀆰 ２０６ ０􀆰 １７９ ０􀆰 １１０ ０􀆰 １１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５
组间残差 τ００ ０􀆰 ０５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４５ ０􀆰 ０３８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０
组内方差解释量(Ｒ２

ｌｅｖｅｌ１) ０􀆰 １３１ ０􀆰 ４６６ ０􀆰 ４６６ ０􀆰 １５０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５
组间方差解释量(Ｒ２

ｌｅｖｅｌ２) ０􀆰 ４０７ ０􀆰 １３０ ０􀆰 １６７ ０􀆰 ２９６ ０􀆰 ４８１ ０􀆰 ２５９
模型离差 ８４１􀆰 ３００ ７４８􀆰 ８１３ ５２７􀆰 ６１２ ５３３􀆰 ５７０ ７５１􀆰 ３３３ ６０５􀆰 ７７８ ６１２􀆰 ７８１

首先ꎬ 检验三类幸福取向对工作敬业的主效应ꎮ 在对员工的性别、 年龄、 职位、 工作年限和组

织的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 类亲情交换氛围进行控制之后ꎬ 以工作敬业为因变量和三种幸福取向为

自变量构建模型ꎬ 如表 ４ 中模型 ３ 所示ꎮ 结果显示: 快乐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回归系数为－０􀆰 １０８(ｐ<
０􀆰 ０１)ꎬ 意义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３０６( ｐ<０􀆰 ００１)ꎬ 专注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回归系数为

０􀆰 ２９６(ｐ<０􀆰 ００１)ꎬ 均达到显著性水平ꎮ 由此推断ꎬ 假设Ｈ１ａ、 Ｈ１ｂ和Ｈ１ｃ均得到数据支持ꎮ
其次ꎬ 检验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在三种幸福取向与工作敬业之间的调节效应ꎮ 对幸福导向人

力资源管理、 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和类亲情交换氛围进行总均值中心化ꎬ 对三种幸福取向、 工作敬

业和员工层面的控制变量进行组均值中心化ꎮ 然后ꎬ 在对员工的性别、 年龄、 职位、 工作年限以及

组织的企业性质、 企业规模和类亲情交换氛围进行控制之后ꎬ 以工作敬业为因变量ꎬ 分别以三种幸

福取向、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及二者的交互项为自变量构建模型ꎬ 如表 ４ 中模型 ５、 模型 ６ 和模型

７ 所示ꎮ 结果显示: 快乐取向与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交互项对工作敬业的影响不显著( β ＝
－０􀆰 ０９４ꎬ ｐ>０􀆰 ０５)ꎻ 意义取向与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交互项对工作敬业的影响不显著(β ＝ ０􀆰 ０７９ꎬ
ｐ>０􀆰 ０５)ꎻ 专注取向与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交互项对工作敬业的影响不显著( β ＝ ０􀆰 ０５０ꎬ ｐ>
０􀆰 ０５)ꎮ 这说明假设Ｈ２ａ、 Ｈ２ｂ和Ｈ２ｃ均没有得到数据支持ꎮ

４􀆰 ２􀆰 ２　 以组织敬业为因变量的假设检验

同上原理ꎬ 判断实施跨层次分析的可行性ꎮ 表 ５ 中模型 １ 的结果显示: τ００ ＝ ０􀆰 １１３ꎬ χ２(６７)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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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 ８８９ꎬ ｐ<０􀆰 ００１ꎬ 通过计算得出 ＩＣＣ(１)＝ ０􀆰 ２９２ꎬ ＩＣＣ(２)＝ ０􀆰 ７５４ꎬ 符合 ＩＣＣ(１)>０􀆰 ０５９ꎬ ＩＣＣ(２)>
０􀆰 ７０ 的标准(Ｃａｓｔｒｏꎬ ２００２)ꎮ 这说明组织敬业在组间的变异显著ꎬ 占总变异的 ２９􀆰 ２０％ꎮ 以上拟合指

数表明ꎬ 本模型适合进行跨层分析ꎮ 在开展跨层分析时ꎬ 为了确保结论的无偏估计ꎬ 采纳 Ｈｏｆｍａｎｎ
和 Ｇａｖｉｎ (１９９８)的建议ꎬ 将第一层的调节变量幸福取向进行组中心化处理ꎬ 并将其组平均数及其与

幸福取向人力资源管理的组间交互项置于第二层加以控制ꎮ
首先ꎬ 检验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主效应ꎮ 如表 ５ 中模型 ３ 所示: 幸福导向人力

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０􀆰 ０８６ꎬ ｐ<０􀆰 ０５)ꎬ 说明假设 Ｈ３ 得到数据支持ꎮ

表 ５ 组织敬业的多层次分析结果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截距 ４􀆰 ０１４∗∗∗ ４􀆰 ０２３∗∗∗ ４􀆰 ０２０∗∗∗ ４􀆰 ０１８∗∗∗ ４􀆰 ０１３∗∗∗ ４􀆰 ０２６∗∗∗

控制变量

员工层面

性别 ０􀆰 ０６１ ０􀆰 ０６３ ０􀆰 ０５６ ０􀆰 ０３６ ０􀆰 ０１１
年龄 ０􀆰 ０４５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８
职位 ０􀆰 ２８６∗∗∗ ０􀆰 ２９５∗∗∗ ０􀆰 ２７３∗∗∗ ０􀆰 ２５４∗∗ ０􀆰 ２６６∗∗

工作年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３
组织层面

企业性质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１
企业规模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类亲情交换氛围 ０􀆰 ２４４∗∗∗ ０􀆰 ３４０∗∗∗ ０􀆰 ３４２∗∗∗ ０􀆰 ２６８∗∗∗ ０􀆰 ２６７∗∗∗

自变量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０
调节变量

快乐取向 ０􀆰 ０１１
意义取向 ０􀆰 ５７６∗∗∗

专注取向 ０􀆰 ４２６∗∗∗

跨层交互项

快乐取向×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０􀆰 ０１５
意义取向×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０􀆰 １９４∗

专注取向×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０􀆰 ００９
方差

组内方差 σ２ ０􀆰 ２６９ ０􀆰 ２４１ ０􀆰 ２４２ ０􀆰 ２４２ ０􀆰 １７３ ０􀆰 １７５
组间方差 τ００ ０􀆰 １１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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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Ｒ２

ｌｅｖｅｌ１ ０􀆰 １０４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 ３５７ ０􀆰 ４９
Ｒ２

ｌｅｖｅｌ２ ０􀆰 ９６４ ０􀆰 ９３８ ０􀆰 ９２９ ０􀆰 ９３８ ０􀆰 ９２０
模型离差 １０２３􀆰 ９０８ ９２６􀆰 ００４ ９２９􀆰 ３９５ ９４０􀆰 ６９６ ７６６􀆰 ８７７ ７９７􀆰 ７６４

其次ꎬ 检验三种幸福取向在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敬业之间的调节效应ꎮ 以组织敬业为

因变量ꎬ 输入控制变量之后ꎬ 分别以三种幸福取向、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及二者的交互项为自变

量构建模型ꎬ 如表 ５ 中模型 ４、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所示ꎮ 结果显示: 快乐取向与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的交互项对组织敬业的影响不显著(β ＝ ０􀆰 ０１５ꎬ ｐ>０􀆰 ０５)ꎻ 意义取向与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交互

项对组织敬业的影响显著(β＝ ０􀆰 １９４ꎬ ｐ<０􀆰 ０５)ꎻ 专注取向与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交互项对组织

敬业的影响不显著(β＝ ０􀆰 ００９ꎬ ｐ>０􀆰 ０５)ꎮ 这说明假设Ｈ４ａ和Ｈ４ｃ没有得到数据支持ꎬ 假设Ｈ４ｂ得到数

据支持ꎮ
最后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计算斜率来进一步确认意义取向调节效果的可靠性ꎮ 在意义取向取高

值、 均值和低值(±１ 个标准差)时ꎬ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斜率分别为 β高 ＝ ０􀆰 ２３７( ｔ ＝
５􀆰 ４２５ꎬ ｐ<０􀆰 ００１)、 β均 ＝ ０􀆰 １０７( ｔ ＝ ３􀆰 １２９ꎬ ｐ<０􀆰 ０１)、 β低 ＝ －０􀆰 ０２３( ｔ ＝ －０􀆰 ４６３ꎬ ｐ >０􀆰 ０５)ꎮ 当意义取

向取高值或均值时ꎬ 组织敬业的水平随着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强度增加而上升ꎻ 当意义取向取

低值时ꎬ 组织敬业的水平随着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强度增加而不显著ꎮ 这进一步表明ꎬ 当意义

取向水平越高时ꎬ 越能增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正向影响ꎮ

５􀆰 结论与启示

５􀆰 １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论与讨论如下:
(１)幸福取向框架中意义取向与专注取向正向预测工作敬业ꎬ 快乐取向则负向预测工作敬业ꎮ 正

如预期的那样ꎬ 本研究发现三种幸福取向确实均能够预测工作敬业ꎬ 但是作用方向略有不同ꎮ 其中ꎬ
意义取向与专注取向促进工作敬业ꎬ 快乐取向却抑制工作敬业ꎮ 它们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 虽

然已有研究证实敬业的员工压力更小ꎬ 工作强度更大ꎬ 业绩表现更出色ꎬ 但是工作敬业随着时间的

推移可能增加个体的情绪消耗而产生疲惫(Ｊｕｎｋｅｒ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１)ꎮ 快乐取向的员工因追求自我的愉悦

体验ꎬ 可能在敬业之苦中并不能体验到愉悦的感觉ꎬ 甚至可能感到失望ꎮ 与快乐取向的员工相比ꎬ
意义取向的员工追求价值实现ꎬ 专注取向的员工追求“心流”体验ꎮ 二者均拥有以苦为乐的精神ꎬ 能

从敬业的奋斗活动中体验意义或“心流”的感觉ꎮ 该结论表明ꎬ 对于意义取向或专注取向的人来说ꎬ
工作敬业是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的辩证统一过程ꎬ 进而佐证了“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的内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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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ꎮ
(２)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直接促进员工的组织敬业ꎬ 但是不能激活三种幸福取向对工作敬业的

有效预测ꎮ 该结论既支持了组织的幸福干预举措在提高组织敬业方面的有效性ꎬ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

深人们对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结果效应的认识ꎮ 此外ꎬ 本研究还发现: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并

不能调节快乐取向、 意义取向和专注取向分别对工作敬业的预测有效性ꎮ 形成该结论的可能原因在

于: 本研究样本中 ８１􀆰 ８０％的被试为“９０ 后”新生代员工ꎬ 该群体具有显著的自我导向特质ꎬ 表现为

对个性发展的高需求与对外部情境线索的低敏感性ꎮ 现有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量表多聚焦于显性

政策维度ꎬ 但对实践落地的个体感知差异捕捉不足ꎮ 因此ꎬ 员工对相同管理实践产生解读偏差ꎬ 导

致组织层面干预难以有效激活该群体特质与行为之间的联结机制ꎮ
(３)幸福取向框架中的意义取向能增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驱动效应ꎬ 然而快乐

取向和专注取向均不能调节二者之间的积极关系ꎮ 产生该结论的主要原因在于: 在中国集体主义语

境下ꎬ 快乐取向和专注取向依次强调自我的愉悦感受和“心流”体验ꎬ 凸显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ꎻ
意义取向的员工在自我价值实现中比较看重他人赞许或社会认可ꎬ 凸显自利利他的幸福观ꎮ 自利利

他的意义取向使员工将组织提供的幸福资源(如心理支持、 发展机会)解读为关系型资源ꎬ 触发“资源

投入—回报组织”的良性循环ꎻ 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取向和专注取向使员工将组织提供的幸福资源视

为个人资源ꎬ 仅促进个体目标达成ꎬ 难以转化为对组织整体的敬业承诺ꎮ

５􀆰 ２　 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
(１)从幸福心理学视角丰富了员工敬业的前因ꎮ 现有研究显示ꎬ 个体特质层面的工作敬业驱动因

素主要涵盖心态、 灵性、 大五人格、 主动性人格、 足智多谋、 核心自我评价、 心理资本、 自我效能

感等(Ｙｏｕ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ꎻ Ｓｏｎｉ ａｎｄ Ｒａｓｔｏｇｉꎬ ２０１９)ꎬ 尚未涉及幸福取向的实证检验ꎻ 组织敬业的前因

则聚焦于组织支持、 组织公平、 企业社会责任、 组织结构及氛围等(Ｋｕｎｄｕ ａｎｄ Ｌａｔａꎬ ２０１７)ꎬ 缺乏人

力资源管理视角的相关探讨ꎮ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突破上述局限: 首先ꎬ 验证了幸福取向三维度(意
义取向、 专注取向、 快乐取向)对工作敬业的非对称预测效应ꎬ 其中意义取向与专注取向呈显著正向

影响ꎬ 而快乐取向呈现抑制作用ꎻ 其次ꎬ 揭示了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显著驱动组织敬业ꎮ 这些发

现不仅丰富了员工敬业的前因ꎬ 而且佐证了促进员工敬业的幸福特质研究视角的合理性ꎮ
(２)从个体与组织跨层交互的视角为员工敬业的驱动机制提供新见解ꎮ 回顾现有文献ꎬ 个体因素

在组织因素与员工敬业之间的社会交换机制中既可发挥负向调节作用(Ｂｏｏｎ ａｎｄ Ｋａｌｓｈｏｖｅｎꎬ ２０１４ꎻ 康

飞等ꎬ ２０１９ꎻ Ｉｑｂａ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４)ꎬ 也可呈现正向调节效应(施丹等ꎬ ２０２０)ꎻ 同时ꎬ 组织因素在个体

因素与员工敬业的自我决定机制中存在负向调节现象(黄泽群等ꎬ ２０１９ꎻ 闫艳玲等ꎬ ２０１９)ꎮ 然而ꎬ
本研究发现: 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并未能有效激活三类幸福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影响ꎬ 这表明个体

幸福特质对工作敬业的作用具有相对独立性ꎬ 从而为特质激活理论提供了例外的实证证据ꎮ 此外ꎬ
本研究发现仅有意义取向能够增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促进作用ꎬ 为理解员工与组

织的社会交换过程受个体特质选择性激活的现象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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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管理启示

依据上述结论ꎬ 提出如下启示:
(１)坚持长期主义的稳健型企业在员工甄录时应将幸福取向纳入选拔或职位匹配的标准范畴ꎮ

一个公司的长期稳健性主要从现金流、 客户忠诚度和员工敬业度来评价ꎮ 对于以长期主义为目标

的稳健型企业来说ꎬ 需要优先录用意义取向或专注取向的候选人ꎮ 当然ꎬ 管理者不能忽视快乐取

向对工作敬业产生的消极影响ꎬ 在招聘中应根据所聘职位的工作性质权衡考虑快乐取向的优势与

劣势ꎮ
(２)数字时代的企业应以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为突破口ꎬ 有效激发员工主动建构与组织

的互利关系ꎮ 进入数字化时代ꎬ 以组织敬业衡量的积极组织－员工关系凸显员工的主导角色ꎬ 是由员

工自下而上主动建构的ꎮ 当然ꎬ 组织敬业度的提升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ꎬ 仍然需要企业付出努力ꎮ
因此ꎬ 企业应从成长发展、 共创共享、 人文关怀和民主协商等方面持续加大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

的投入ꎬ 塑造一个温暖、 积极的职场环境ꎬ 才能激发员工主动建构互利的一体性关系ꎮ
(３)对于意义取向的员工ꎬ 企业倡议“让奋斗者幸福”的理念ꎬ 围绕成长发展、 共创共享和民主

协商实施支持型的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ꎬ 能对赢得员工的组织敬业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ꎬ 实

现自我驱动的工作敬业和外在驱动的组织敬业相得益彰ꎮ

５􀆰 ４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的局限之处在于: (１)采用的工作敬业量表信度系数未达到理想水平ꎬ 可能对研究结论的

可靠性产生影响ꎻ (２)由于已有研究提出日常生活中三种幸福取向呈现并存和组合性(Ｇｒｉｍｍ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ꎬ 本研究遵循幸福取向优先性观点ꎬ 分别探究三种幸福取向对员工敬业的影响ꎬ 可能限制研究

结论的应用价值ꎻ (３)仅探究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和个体幸福取向对员工敬业的主效应ꎬ 没有揭示

二者对员工敬业的内在作用机理ꎮ
针对以上局限ꎬ 未来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１)后续研究应优先优化测量工具ꎬ 采用信度更高的

工作敬业量表ꎬ 以提升结论的可靠性ꎻ (２)采用实验法ꎬ 通过实验组和控制组比较三种幸福取向不同

组合情境下的员工敬业程度差异ꎬ 提高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的指导价值ꎻ (３)引入工作幸福感、 组织

自尊等中介变量揭示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敬业的影响ꎬ 及以基本心理需求等作为中介变量

探究不同类型幸福取向对工作敬业的影响ꎬ 厘清并验证其中的作用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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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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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Ｐｅｔｅｒｓｏｎꎬ Ｃ.ꎬ Ｐａｒｋꎬ Ｎ.ꎬ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ꎬ Ｍ􀆰 Ｅ􀆰 Ｐ􀆰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ｌｉｆ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ｌｉｆ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６(１) .

[３７]Ｒａｉꎬ Ａ.ꎬ Ｍａｈｅｓｈｗａｒｉꎬ 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ｏｆ ｊｏｂ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ｊｏ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１ꎬ ４４(１) .

[３８]Ｒｉｃｈｔｅｒꎬ Ｎ.ꎬ Ｈｕｎｅｃｋｅꎬ Ｍ􀆰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ｆｕｌ ｈｅｄｏｎｉ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２２ (７) .

[３９]Ｓａｋｓꎬ Ａ􀆰 Ｍ􀆰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１(７) .

[４０] Ｓａｌａｓ￣Ｖａｌｌｉｎａꎬ Ａ.ꎬ Ｐｏｚｏꎬ Ｍ.ꎬ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Ｇｕｅｒｒｅｒｏꎬ Ｒ􀆰 Ｎｅｗ ｔｉｍｅｓ ｆｏｒ ＨＲＭ?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ＷＯＭ )ꎬ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ｐａ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Ｊ ] .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４２ (３) .

[４１]Ｓａｔｔａｒꎬ Ｍ􀆰 Ａ.ꎬ Ｒａｓｈｅｅｄꎬ Ｍ􀆰 Ｉ.ꎬ Ｋｈａｎꎬ Ｉ􀆰 Ｕ.ꎬ ｅｔ ａｌ􀆰 􀆰 Ｗｈｙ ａｄａ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Ｊ]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６ (３) .

[４２] Ｓｃｈａｕｆｅｌｉꎬ Ｗ􀆰 Ｂ.ꎬ Ｓａｌａｎｏｖａꎬ Ｍ.ꎬ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Ｒｏｍáꎬ Ｖ.ꎬ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ｒｎｏｕｔ: Ａ ｔｗｏ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１) .

[４３]Ｓｃｈｕｅｌｌｅｒꎬ Ｓ􀆰 Ｍ.ꎬ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ꎬ Ｍ􀆰 Ｅ􀆰 Ｐ􀆰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ꎬ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５ (４) .

[４４]ＳｏｎｉꎬＫ.ꎬ Ｒａｓｔｏｇｉꎬ 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ｕｇｍｅｎｔ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６４(４) .

[４５]ＳｗａｒｔꎬＪ.ꎬ Ｒｏｔｈｍａｎｎꎬ Ｓ􀆰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Ｊ]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２ (４) .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ＲＭ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ａｎ１ꎬ２ 　 Ｈｕａｎｇ Ｌｉｊｉａ１ 　 Ｍａ Ｂｉｎｇｑｉａｎ１　 Ｌｉｕ Ｒｏｎｇｚｈｉ３

(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ꎬ ４３００７２ꎻ
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ｕｈａｎꎬ ４３００７２ꎻ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Ｚｈｏ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ꎬ Ｗｕｈａｎꎬ ４３００７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ＲＭ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ｉｒｅｄ ｄａｔａ ｏｆ ６８ ＨＲ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 (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ｓ) ａｎｄ ６０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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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个体幸福取向对员工敬业的影响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ｗｈｉｌｅ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Ｒ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ＲＭ 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 ｎｏｖｅｌ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ｌｅｖｅ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ＨＲＭꎻ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ꎻ Ｗｏｒｋ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ꎻ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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